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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是大学文化的载体，大学文化是大学的文化表现形态。大学与大学文化的互动关系决定着大学变革必然要求大学文化变革。大学文化变革在价值观念层面表征为大学文化范式变革。大学文化范式是指大学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对主流大学文化较一致的信念认同和价值追求。当前大学文化范式变革面临四大目标。大学文化范式变革有赖于大学校长和大学教师的共同努力。大学文化范式变革需要理性认识和冷静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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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迎来规模和数量扩张的大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大学文化弱化、异化、缺失等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大学在一定程度陷入“文化危机”漩涡，这引起大学管理者和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有学者认为，当前大学亟需研究和解决质量提高、制度创新和文化建设三大问题，文化建设问题则是最基础的。[1]为此，本文从文化范式视角对我国大学文化进行探讨。

一、大学、大学文化与大学文化范式

大学是一个以传承、研究、融合、创新文化为目标的特殊文化组织，文化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在大学文化层面，大学依托大学文化而存在和发展，大学文化依托大学而传承和创新。大学与大学文化不可分离、相互依存的关系使得大学发展变革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大学文化发展变革。在价值观念层面，大学文化变革反映为大学文化范式变革。范式可理解为一组信念，文化范式就是指文化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世界观，文化范式反映了特定社会历史背影下的主流文化运行模式，具有明确的文化价值取向、时代性以及区域特征和族群差异。[2]大学文化范式就是指大学文化共同体的成员对主流大学文化较一致的信念认同和价值追求，换句话说，某种大学文化在受到认同后逐渐演变成为主流的、相对稳定的大学文化，并内化为大学人的文化信念，指导大学人在该文化框架下开展大学活动；反之，大学文化信念形成后也会表现为主流大学文化以及强化它。在某种层面，大学文化信念和大学主流文化互为表里。中世纪初期，教师和学生为学术闲暇而兴建大学，大学人把探索真理、发展知识、批判社会视为追求。雅克·勒戈夫指出，大学教师有一种对社会批评的爱好。[3]于是大学呈现出“学术文化”、“批判文化”的主流文化。中世纪后期，宗教控制了大学，知识大学变成宗教大学，大学人追求“服务宗教，维护上帝权威”，宗教文化成为大学主流文化。大学文化范式形成后或者促进、或者阻碍大学发展。洪堡大学的“学术自由”、“学而达至修养”的价值观受到大学人一致认同并成为大学主流文化，这促使洪堡大学由籍籍无名一跃成为举世闻名；相反，中世纪后期，服务上帝的价值观慢慢在大学成型，此价值观下的大学成为宗教的附庸，发展举步维艰。牛津和剑桥大学就因缺少学生而濒临于死亡。[4]上述表明，大学发展变革反映为大学文化范式变革，大学文化范式对大学发展具有反作用力。

就大学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而论，克拉克的三角结构理论认为，大学发展变化来源于大学、国家和市场三方面力量的影响。另有学者提出四元结构理论认为，大学发展受到大学、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影响，并强调个人对大学的影响力日益增强。[5]总体而言，大学发展一方面是受大学自身发展的自致性因素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大学外部的他致性因素影响。当前我国大学的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一是大学繁荣发展的同时出现同质化现象，多样发展、特色发展成为大学发展目标和追求；二是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教育重心下移，教育服务范围扩大，传统大学的精英文化受到强有力冲击；三是大学与社会和市场接轨日益密切，市场文化和“效率逻辑”对大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四是大学的国际交流合作越来越频繁，这要求我国大学在学习借鉴他国经验的同时要注重自我独立与创新。面对大学的变化，大学文化范式需要相应变革，即大学文化共同体需要确立新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文化信念和价值追求，以推动大学的发展。

二、大学文化范式变革的目标

当前，我国大学文化范式面临四大主要变革目标：

（一）从大学的共性文化“偏重”向共性和个性文化“共重”转变

广义而论，大学文化是指大学人创造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狭义而言，大学文化指大学精神文化。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大学文化定义都不能否认：大学文化是一种以学术自由、大学自治、教授治学为价值追求的精神文化，而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都按此价值追求来设计和建构。学术自由、大学自治和教授治学的价值追求对大学而言具有普遍性，可认为是大学的共性文化，大学必须具有它们才算得上真正的大学，它们亦是大学与其他机构的显著区别。与此同时，大学需要注重培育大学个性文化。大学个性文化包括几个层面：一是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大学文化特征，二是不同层次、类型大学的文化特征，三是院校个体的文化特征。[6]当前我国大学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过度关注大学共性文化建构而无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大学文化个性差异，盲目克隆欧美大学的某些个性办学标准；要求在教学、科研、服务等方面的一致性而无视大学层次、类型的差异；过度模仿他校，热衷于“拿来主义”，忽视蕴藏于院校自身办学历史和传统的文化因子的挖掘和培育，办学缺乏个性和特色。事实上，我国大学当前存在的办学理念、人才培养、专业设置等同质化现象很大程度是由于对大学共性文化建设过度强调及对个性文化培育过度忽视造成的。健康的大学文化生态应该是集共性与个性、统一与多样为一体的文化生态。美国以其丰富繁荣、多样发展的大学生态而著称。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校长就指出：“普林斯顿不像哈佛，也不希望变成哈佛那样；反之，也不希望哈佛变成普林斯顿。我们相信民主的活力在于多样化，在于各种思想的相互补充，相互竞争。”[7]这为我们提供借鉴和警醒：大学人在坚持学术自由等共性文化的同时不应偏废个性文化的塑造，共性和个性文化必须“共重”才能构建健康的大学文化生态。

（二）从大学的精英文化“独尊”向精英和大众文化“共存”转变

追溯历史，大学最初呈现的是一种精英文化，表现为接受大学教育是少数智力超群的人的特权。纽曼时代的大学往往是以占社会总人口极少比例的贵族和少数自由人为服务对象；洪堡时代的大学往往成为培养少数理智超群的学术科研精英的活动场所。大学坚守精英文化，培养精英人才构成社会大众的刻板印象。然而，到了现代，大学教育重心逐渐下移，接受大学教育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于20世纪后半叶纷纷进入了大众化甚至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阶段，我国在内的一些非西方国家目前也已进入或即将进入大众化阶段，全球高等教育朝着大众化和普及化方向发展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广大民众的受教育权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步得到保障。因此，大学人应该充分认识到：现代大学不仅负有培育少数的社会精英的重任，而且还担负培养众多的一般劳动者的责任。前者反映了大学的精英文化取向，后者则体现了大学的大众文化取向。大学不再处于独尊精英文化时代，而是迈进精英和大众文化共存的时代。精英和大众文化共存是就大学系统而言的，一般而言，在一国高教体系内，研究型大学重点致力于培养精英人才，应用型和职业型大学则主要培养一般劳动者。在美国，精英人才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培养，一般劳动者则由布罗瓦德社区学院、圣彼得堡学院等培养；在英国，精英人才由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培养，一般劳动者则由威斯敏斯特大学、曼彻斯特大学等培养；在中国，精英人才由北大、清华等研究型大学培养，一般劳动者则由应用型和职业型大学来培养。另外，各类大学应该坚守自身的应然文化，各安其位，不可错位。前些年，有些研究型大学盲目扩张学生数量导致教育资源不足、人才质量下降，失去对精英文化的坚守，这值得反思；有些应用型和职业型大学盲目以研究型大学为发展目标，为不可为和不可能之事，失去对大众文化的秉承，这也值得批判。
（三）从大学的学术和市场文化“失衡”向到学术和市场文化“平衡”转变

哲学论认为，大学是以闲逸的好奇精神追求知识作为目的，大学为学术而学术；政治论则认为，大学的合理存在在于它的知识和学术能够为国家、社会和民众带来物质和精神福祉。无论哲学论还是政治论中的大学都离不开大学的学术文化，即以发展学术为目标的价值追求。实质上大学是由大学教师和学生围绕着学术活动而组成的集合体。就大学教师而言，“如果说木匠的工作就是手拿榔头敲打钉子的话，那么教授的工作就是围绕着一组一般的或特殊的知识，寻找方式扩大它或把它传授给他人。”[8]同样，大学生也是以学术和知识来增进智慧和提高素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9]学术文化是大学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和命脉，守护学术文化为大学人所普遍认同。与此同时，大学首先需要认同、接纳市场文化，即以市场为手段，以资源最优化配置为目标的价值追求，继而实现学术和市场文化保持平衡。当前大学往往存在学术和市场文化失衡现象：一种是大学持有“大学是理性的、智慧的；市场是市侩的、经济的”的观点，因而大学比较排斥市场或者不主动服务市场，大学致力于学术发展而轻市场需要；二是大学过度追求市场化，市场成为风向标，市场需要什么，大学就提供什么，大学越来越像“学店”、“市场”，大学出现诸多学术躁动和喧嚣现象。事实上，大学在市场经济时代越来越依靠社会和市场提供资源，大学需要主动服务市场，但是，大学提供服务在于满足合理需求而非无限欲望，此外，大学在服务市场同时也应静心致力于学术发展，大学既要走出超越象牙搭又要归依于象牙塔是其理想发展状态。理查德·鲁克就称营利性大学文化是一种平衡商业和学术的文化。[10]笔者认为，该观点适用于市场浪潮下的所有大学。大学人必须学会在学术文化和市场文化的融合中找到契合点和平衡点。

（四）从大学的“后发跟随型”文化向“自主创新型”文化转变

我国大学是西方大学的舶来品而非土生土长的自我衍生品。大学的“历史渊源情结”使得我国大学不自然地存在依附西方大学发展的心态。世界大学排行榜强化了我国大学向欧美大学取经的偏好，同时欧美少数大学盛产诺贝尔奖获得者也催生了我国大学盲目崇拜的心理以及办学亦步亦趋的行为。这在文化上反映为“后发跟随型”文化，即以依附心理和行为为表现形式的价值状态和以西方经验为真理的价值追求。应该承认，大学不同发展阶段都存在着不同的主导型大学，如德国大学在19世纪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的模板，美国大学在学习德国大学后则成为20世纪世界各国大学竞相效仿的对象。我国大学属于“后发外生型”大学，需要向外国大学借鉴学习，但是，借鉴的目的并非跟随，学习的目的亦非依附，借鉴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主创新。“后发外生型”大学不必然产生“后发跟随型”文化，“后发跟随型”文化是过度依附发展的产物，必须舍弃。如果德国大学只是对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大学的简单移植而无改造，美国大学只是对德国大学的简单克隆而无超越，那么德美两国大学很难超越前者，成为不同时代的主导型大学。事实上，德美两国大学在学习借鉴过程中表现出一种“自主创新型”文化，即以变革和超越为追求的价值取向，如此才激发德美大学不断迈向卓越。此外，一国内部的大学也有“先发型”大学与“后发型”大学之分，先发型大学（一般为传统大学）往往是办学历史优久、办学资源相对富足，且发展得相对成熟，这往往成为那些办学历史短、办学资源相对紧张的“后发型”大学（一般为新办大学）效仿学习的对象。同理，如果“后发型”大学学习“先发型”大学发展模式后不敢、不能、不善自主创新，那么“后发型”大学永远不可能超越“先发型”大学，永远难以办出特色，走向卓越。“自主创新型”文化的形成应成为大学人的理想追求。

三、大学文化范式变革的关键

大学文化范式变革说到底是大学人自主地根据大学内外部发展要求有意识地建构新的文化信念和价值追求的过程，其变革主要依靠大学内部的力量。

（一）大学校长是大学文化范式变革的引领者

如果说大学文化是大学的灵魂，那么大学校长就是确保大学灵魂永葆灵性和动力的“守灵者”。罗杰斯、沃尔克、麦克劳林、康普顿、吉利安等校长被喻为麻省理工学院不同发展阶段的杰出校长。基于他们的领引，麻省理工在短时间内成为享誉世界的卓越大学。在文化角度上而言，这些大学校长在不同阶段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办学理念和大学思想引领新的大学主流文化的形成，从而推动大学朝着符合时代发展方向不断前行。无独有偶，蔡元培的“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也”的大学理念引领、改造旧北大，并促进新的文化风气的形成，从而揭开北大发展史乃至中国大学发展史崭新的一页。杜威对此认为“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11]事实上，“一位大学校长就是一个总设计师，他必须是一位清醒的、敏锐的观察家，能够准确地洞察社会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趋势，并据此来制定学校发展的目标、规划以及培养人才的规格。”[12]大学校长应该能根据大学学术发展逻辑和社会发展需要准确地、前瞻性地提出新的大学文化理念，促使这种文化理念逐渐内化到广大大学人心中，以之指导开展各项大学工作。

（二）大学学术共同体是新大学文化范式的守护者和执行者

大学学术共同体就是大学师生围绕共同学术信念、共同学术追求组成的学术团体。大学教师是大学学术共同体的主体，也是新大学文化范式的守护者和践行者。这是因为大学教师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知识人，对新文化、新思想具有开放的心态以及较强的理解力和接受力，还因为他们具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具有在比较评鉴新旧大学文化各自特性后选择合理成分构建新的大学主流文化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洪堡大学成立之初可谓百废待兴、籍籍无名，但是洪堡大学为何能吸引哲学家菲希特、神学家施莱尔马赫、医学家胡弗兰德、法学家萨维尼等一大批知名学者、教授来校任教？这是因为洪堡大学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大学思想和文化理念得到这些知名学者的认同。随后，在大学教师的推动下，“柏林大学以讲座教授为主组成了校务委员会，用以决定办学方针、教学计划及有关校务，同时每年一度地推选校长。”[13]新的办学理念得到制度保障并兴盛发展起来。可见，正是得益于这些大学教师和学者的对新大学理念和文化理念的守护和践行，“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才能成为主流的、稳定的大学文化，成为指导大学发展的圭臬，促进其发展壮大。

    一部大学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新大学文化替代旧大学文化的历史，就是大学人的文化信念和价值追求不断解构、重构——即大学文化范式变革的历史。在大学文化范式变革过程中，大学人的新旧文化信念处于激烈的冲突和角力状态，其冲突程度和持续时间可能是难以想像的强烈和长久。旧文化信念不可能轻易放弃统治地位，新文化信念也不可能轻易占据统治地位。因为文化是统治的一个根源。[14]为此，大学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应该以冷静地正视、重视、协调这种冲突状态而不应为了“文化信念维稳”而放弃对形成新的、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大学文化信念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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